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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体”作为贯穿福柯哲学研究始终的主题，在其研究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研究角度。本文主要立足于福柯的考古学时期，综合当时福柯所处的康德、海德格尔等人代表的德国人本主义和巴什拉、卡瓦耶斯等人代表的法国科学主义两大背景，从“时间分散”的角度出发，首先分别对康德人类学批判和海德格尔式的本体论差异道路下福柯“反主体”的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补充视角的解读，其次，在科学哲学背景下，试图为福柯独特的“反主体”思想提供一种较为新颖的诠释。
关键词：反主体，时间分散，考古学，康德人类学，本体论差异，科学哲学



Abstract
"Subject", the theme of Foucault's philosophical research, has different unique angles in different periods. Based on the Foucault’s archaeological period, this essay combines the two major backgrounds , which are the German humanism represented by Kant and Heidegger and the French scientism represented by Bachelard and Jean Cavailles, and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dispersion". One the one hand, I provide a supplementary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Foucault's "anti-subject" thought related to Kant's anthropological criticism and Heidegger's ontological difference. On the other hand, I try to provide a novel interpretation for Foucault's unique "anti-subject" though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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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169057][bookmark: _Toc7384121]引言
从表面上看，福柯思想的演绎，基本上与战后法国哲学的演进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从“主体哲学”到“反主体哲学”最后到“返回‘主体性’”这样一个类似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福柯自己也一再强调：“并非权力，而是主体，才是我研究的一般主题”。[footnoteRef:1]一般来说，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的初出茅庐时期，福柯批判作为理性主义的主体，具有存在主义色彩。在六十年代的早期，也就是考古学时期，他与存在主义决裂，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在七八十年代的谱系学时期，他倡导人类主体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而非先验的、非时间的，从而表现出他向“主体”的返回。虽然福柯在后期的谱系学时期对于主体的强调更为明显，但是在早期的考古学时期也有其独特的主体观念。考古学时期的早期著作《精神疾病与心理学》，其研究目标便是在历史中探究人类的经验形式，其中一个主要方法是通过哲学人类学的方法对人和人的经验下定义[footnoteRef:2]；之后福柯的博士论文《疯癫与文明》以一种否定性的概念来理解人文科学机制的基础[footnoteRef:3]——这是福柯批评人类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其博士副论文《康德人类学导论》中以及后来进行的人文科学考古学计划中都是如此，如具体的医学考古学著作《临床医学的诞生》以及人文科学考古学著作《词与物》直至考古学方法论著作《知识考古学》。最后两部书被视为“自存在主义以来的最重要的一次革命”。[footnoteRef:4] [1:  参见：[美]L·德赖弗斯、保罗·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和解释学》，张建超、张静译，北京：光明日版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208-209页。]  [2:  参见：[法]福柯《精神疾病与心理学》，王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8月，序言第2-4页。]  [3:  参见：[法]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1月，前言第1-5页。]  [4:  参见：《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编选前言第3页。] 

此外，对于如何来探索福柯对于人类学主体主义的这种思索，有不同的理解角度或者研究的角度，当前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康德、海德格尔等德国人本主义的角度，这是当时历史背景之一，但学界对另一个背景关注的比较少，即当时的法国科学主义背景。如《20世纪法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一书关于福柯的一章中开头便写道：“福柯从科学史开始其哲学研究，其科学哲学研究又以主体问题为中心展开。”[footnoteRef:5]学者莫伟民在其博士论文第一章中也提到了这两种背景，并且也分析了福柯整个哲学研究的前后时期主体的命运，但是他在其正文的论述中，却显然少了法国科学哲学这一背景。[footnoteRef:6]美国学者艾莉森·利·布朗（Brown, Alison Leigh） 在其《福柯》一书中写道，福柯在《词与物》的序言中在“主体问题”标题下向自己提出问题：“一个人在谈论科学及其历史时，能不关注科学家本身？”[footnoteRef:7]由此看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福柯就其主体问题的阐述时也是在科学主义背景下来展开的。 [5:  参见：《20世纪法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郭明哲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第260页。]  [6:  参见：《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莫伟民著，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此书是学者莫伟民的博士论文。]  [7:  参见：[美] 艾莉森·利·布朗：《福柯》，聂保平译，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重印版，第84页。不过在此书中提及的《词与物》被译者翻译为《事物的秩序》，因其英译本是《The Order of Things》，不过其法文原版是《Les Mots et Les Choses》，所以《词与物》译法更符合法文原版。] 

所以就主体问题而言，要想理解福柯考古学时期的主体观全貌，法国科学主义的背景与康德、海德格尔等德国人本主义背景同样重要，而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一背景的研究比较匮乏。一提及法国科学哲学背景，首先，巴什拉肯定是位不可忽略的人物，而作为法国哲学界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对福柯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比如巴什拉著名的认识论断裂、对康德的思想定位、对现代物理学的理解，特别是原子物理学，以及他对时间不连续性的描述这些思想均对考古学时期的福柯产生重要影响。如福柯在人文科学考古学著作《词与物》中发掘历史的间断性的可能性，就是为了抑制主体的先验构造和奠基作用，表明知识史和思想史的展开是无先验主体的，是匿名的，是无身份的[footnoteRef:8]；另外，他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开头便谈到 “不连续”“断裂”的反对主体的新历史观[footnoteRef:9]；此外在更早的医学考古学著作《临床医学的诞生》中，这种分散的思想同样在研究人的身体的具有分散性的“目视”中得以体现。如福柯在前言一开始便说到“这是一部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的著作，它论述的是目视。”[footnoteRef:10]而且在《知识考古学》之后处于考古学与谱系学转型期之间的《话语的秩序》中同样提及“断裂系统性”“时间不是瞬间不连续的”以及“反主体的话语分散”等等[footnoteRef:11]。另外，巴什拉关于“分布式理性”的观点以及他对科学描述为“有序分散”的观点都开创了福柯考古学后来的先例[footnoteRef:12]；福柯博士论文导师科学史家康吉莱姆的科学史观更是对于福柯的学术生涯有着直接而明显的影响[footnoteRef:13]。第二，与法国科学哲学一脉相承的为概念哲学，而概念哲学流派很明显的主题之一便是反主体观，而概念哲学的代表人物卡瓦耶斯同样与考古学时期的福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卡瓦耶斯的密友科学史家康吉莱姆便是福柯的博士论文导师之一，而同时是一名数学家的卡瓦耶斯其数学哲学中反主体与在《词与物》结尾处著名的“人之死”以及书中得出“人之死”结论之前提及的数学先天更是直接体现其对考古学时期的福柯独特的反主体思想的影响[footnoteRef:14]。 [8:  参见：[法]福柯：《词与物》，修订本，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重印版，译者的话：19世纪——“人”的世纪第20页。]  [9:  参见：[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一章引言部分。]  [10:  参见：[法]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重印版，前言第1页。]  [11:  See: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Discourse”, Translated by Ian Mcleod, Edited by Robert Young, in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Routledge&Kegan Paul,1981,pp51-76.此篇短文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发表的就职演说。]  [12:  See: Gutting, Garry, “Michel Foucault’s Archaeology of Scientiﬁc Rea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pp14-32.]  [13:  Cristina Chimisso, “Narrative and epistemology: Georges Canguilhem’s concept of scientific ideolog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 2015，pp64-65.]  [14:  See: David Webb,”Foucault’s Archaeology:Science and Transforma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13, pp16-22.] 

上述巴什拉的“断裂”“不连续”的反主体的历史观等观点与卡瓦耶斯的数学哲学与建构主义的反主体观均体现出“时间分散”的特征，（通过巴什拉的“断裂”、“不连续”字面上便可以看出反主体历史观的“时间分散”，而对于《词与物》中提及的数学先天与卡瓦耶斯的数学哲学相联系所体现的反主体的“时间分散”将在下文进行相关论述，由此看出，“时间分散“这一特征对于理解科学主义背景下福柯独特的反主体观具有关键作用。此外，“时间”概念在康德、海德格尔等德国人本主义哲学中同样具有关键作用。福柯在其博士副论文《康德人类学导论》中对于康德人类学与批判之间关系的分析和人类学“系统性”的观点便体现了“时间分散”特征[footnoteRef:15]；贝特里夏·汉（Béatrice Han）曾试图通过海德格尔式的本体论差异的道路来为福柯考古学时期的反主体观做辩护，最后这一尝试以失败告终。[footnoteRef:16]而在笔者看来，他在其辩护中似乎并未对“时间”这一同样对于海德格尔本体论差异思想具有关键作用的概念进行相关分析。 [15:  See: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 pp88-89. 中文为笔者翻译，可参见原文“The Anthropology is systematic…”在此说明：福柯在该副博士论文运用了英文以及少部分的法文、德文，甚至有少量的拉丁文，下文涉及该论文原文的引用时，如是德文、法文或拉丁文，注释中将会加以说明，英文不再详细加以说明。]  [16:  See: Béatrice Han, “Foucault’s critical project: Between the Transcendental and the Historical”, translated by Edward Pi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art I The archaeological transpostion of the critical question and the aporiae of the transcendental theme, pp55-60.
] 

正如国内学者冯俊在《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以法国哲学为重点的西方哲学研究》一书中所说的：“发展到20世纪下半叶，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相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只有在这种联系和整合的研究方法中才能够对西方哲学有一个完整的理解。”[footnoteRef:17]综上所述，要更为准确地理解福柯考古学时期独特的反主体观，应综合德国人文主义与法国科学主义两大背景，而本文主要从“时间分散”这一角度对于福柯考古学时期独特的反主体观进行一个考察。不过，福柯考古学时期的反主体观并未成功似乎是学界的共识，对此笔者也不否认。本文只是试图从“时间分散”这一为学界所忽略的角度进行一个自己的诠释。本文首先对于前人提出的康德人类学批判、海德格尔式的本体论差异等德国人本主义背景下的反主体观诠释，通过“时间分散”这一补充视角进行回应，其次试图在法国科学主义背景下进行一个笔者自己的诠释。
 [17:  参见：《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以法国哲学为重点的西方哲学研究》，冯俊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自序第6页。] 



[bookmark: _Toc6169058][bookmark: _Toc7384122]一、福柯对康德人类学的诠释
[bookmark: _Toc6169059][bookmark: _Toc7384123]（一）、康德式的提问
要了解福柯的考古学方法，我们可以从他的博士副论文《康德人类学导论》讨论起。贝特里夏·汉（Béatrice Han）指出，福柯在这篇文章中已宣告了他终其一生所要研究的主题，而福柯一生的思想如果要说有什么部分继承了康德的批判计划，那便表现在“知识的可能性条件”这种康德式的提问方式，这种提问贯穿福柯的作品[footnoteRef:18]。 [18:  Béatrice Han指出，福柯60年代的作品透过对诸如“作者”的讨论而反对主体，而晚期则研究“主体、真理与经验建构之间的关系“，看似对主体的看法有所改变，如何能像福柯自己宣称那样始终关注同样的问题？Béatrice Han要论证的是，”知识的可能性条件“问题贯穿了至少是考古学时期的福柯。] 

康德的三大批判追问的是“理性的限度”（包括“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追问理性的限度就是在问可能性的条件。以《纯粹理性批判》为例，对纯粹理论理性的限度之研究呼应了康德在《逻辑学》的“我能够知道什么？”这样的问题，也就是我所能知的限度，超过一定限度就属于不可知者，即我们无法得到的知识。人的理性有其限度，上帝才是全知全能，有些东西是人类无论如何也无法知道、无法理解的。这种可能性条件的提问方式也展现在康德的其它问题中：再看康德在《逻辑学》里提到过的问题 “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而这三个问题都归结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footnoteRef:19]。 [19:  参见：[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逻辑学、自然地理学、教育学》，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24页。] 

[bookmark: _Toc6169060][bookmark: _Toc7384124]（二）、康德的人类学批判计划
“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意义和作用是使得批评的各个部分进行到基本衔接的层次：一种结构的意义和作用，比任何可能的“能力”都更为激进。这种结构有助于先验哲学的发展，最终获得解放。然而，我们还没有走到路的尽头。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这条路本来是要把我们引向人类学的确切位置——它的诞生地，以及它进入批判性思维的那一刻。就好像人类学从批判的角度来看只是可能的（不仅是它的方案，而且是它的基本可能性)，已经达到了它的终点，已经导致了先验哲学的实现。但还有更深远的意义：“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在《逻辑学》上表现为人类学中最卓越的问题。然而，在《遗著》中，它从一开始就与对上帝和世界的审问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在这一层次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仿佛它与人类学这一独特的领域毫无关系。在《逻辑学》中，对人类学的引用，将把所有的哲学质疑带回自身，似乎只是康德思想中的一个短暂插曲。这是一段介于人类学和先验哲学之间的插曲，前者不追求这种普遍意义，后者则把人的问题带到了另一个极端得多的层面。这一段在结构上是必要的：它的短暂的特征与它所带来的转变有关[footnoteRef:20]。 [20:  See: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 pp86-87.此外，“人是什么”更深远的意义可参见本文的86页，福柯在其博士副论文中认为“人是什么[Was ist der Mensch?]”这一问题又引起三个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知识的三个必要条件的形成，这三个必要条件加在一起，使人类学问题具有具体规定的性质：“哲学家还必须能够确定:1. 人类知识的来源。2. 每一种知识的可能和自然使用的范围。3.最后是理性的极限。”此为笔者自己翻译，可参见书中此处的德语原文"Der Philosoph muss also bestimmen können: 1. Die Quellen des menschlichen Wissens .2. Der Umfang des moglichen und natiirlichen Gebrauches alles Wissens.3. Und endlich die Grenzen die Vernunft."] 

由此看来，《人类学》和康德三大批判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一方面，康德三大批判在经验哲学的核心为人类学提供了空间；就《人类学》而言，它并没有提到它所提出的批判或组织原则。另一方面，《人类学》重复了批判的一般表述，以及现在对能力的传统划分，好像它不需要说它应该这样做；然而，尽管批判具有隐含的、不断的参考价值，但后者对《人类学》却没有任何基础价值。《人类学》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上，但并非植根于批判。它自然地倾向于必须作为它的基础的东西：不是批判的，而是先验的哲学本身。在那里，我们将发现它的经验性的结构和功能。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为经验主义本身而追求这种经验主义。从我们设法瞥见它的发展方向来看，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学》在批判方面是如何边缘化的，而在其后的反思形式方面又是如何起决定性作用的。
虽然“知识的可能性条件”这种康德式的提问广泛出现在福柯的考古学时期作品中，然而福柯毕竟不同于康德。在福柯的诠释下，康德的《人类学》并不是一篇次要的作品，而是整个批判计划都受其影响，并且反过来《人类学》也受到批判计划的影响。假如在批判计划下，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谈的“哥白尼翻转”标志着一种转向意识能力的批判作为知识普遍性的基础，那么，分析世俗的、经验的《人类学》也受到批判哲学的牵引，仿佛预设着一个“批判的人（homo criticus）”。《人类学》和批判之间具有交互作用[footnoteRef:21]。 [21:  See: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 pp19-20.] 

福柯认为康德的《人类学》占有重要位置，因为“人”连结“上帝”和“世界”，但人又归属于世界。在福柯的诠释下，康德想要透过人类学对批判哲学的复述，而似乎把批判哲学过渡到人类学中，想在人类学中寻找“基础”（即先验哲学）。如果康德之后的哲学有三大问题意识：“先天”、“起源”和“基础”，那么透过人类学的过渡，则先天的问题混淆了起源的问题。
从整体上来看福柯的《康德人类学导论》这篇文章，我们会发现福柯诠释下的康德的人类学探讨的是人类的心灵（Gemüt）[footnoteRef:22]，《人类学》中的“心灵”和《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描述具有相同的能力的区分，也就是在心灵能力的划分上具有相同的结构。但是，两者的差别在于，《人类学》不像批判哲学那样考察主体自发的综合和统觉能力，而是把主体当作某种被动而且预先被组织起来的东西。然而，康德的“批判”和“人类学”是有关连的，批判哲学所显示出的人类能力的先天结构，在人类学上相同的区分却是“起源”（l’originaire）的。这里特别要提出“起源”的意义：“起源”的意思就是说它是现实中已然存在的，这是康德人类学和批判哲学不同之处。也因此批判哲学在讨论的先天问题，被偷渡回到了经验现实中，造成了混淆[footnoteRef:23]。即后来在《词与物》中所阐明的人作为“经验—先验”对子的矛盾[footnoteRef:24]。 [22:  See: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 pp56. 1）对Gemüt的研究如何涉及作为世界公民的人类知识？2）如果Gemüt的基本和不可减少的能力决定了这三种批判的组织，而人类学本身就是对Gemüt的分析，那么人类学知识和批判性思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3）对Gemüt及其能力的研究与心理学(无论是理性的还是经验性的)有什么不同？参见原文pp56: “1) How does the study ofthe Gemiit involve knowledge ofman as a citizen of the world？2) If the fundamental and irreducible faculties of the Gemiit dictate the organization ofthe three Critiques, and anthropology is, for its part,an analysis of the Gemiit, then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and critical thought？ 3) What distinguishe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Gemiit, and its faculties, from psychology, whether rational or empirical？”；此外，福柯在该副博士论文中将德文“Gemüt”诠释为“mind”，笔者将其译为“心灵”，此外需注意与“Geist”相区分，福柯将其诠释为“Spirit,but also mind”，See：pp60-61.]  [23:  See: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 pp 63, 86, 93.]  [24:  参见：[法]福柯：《词与物》，修订本，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重印版，第九章第四节“经验与先验”，第322-326页。] 


[bookmark: _Toc6169061][bookmark: _Toc7384125]（三）、《康德人类学导论》体现的“时间分散”
人类学将自己描述为“系统的（systematic）”。人类学是系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陈述了一个人可能知道的关于人类的一切，不过作为知识，它形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whole)：不是全部，而是整体(not a Alles but ein Ganzes)[footnoteRef:25]。这与《知识考古学》中的“总体的（générale）”而不是“全面的（globale）”反主体历史观相吻合[footnoteRef:26]。这个整体的原则并不是人本身，因为人是与世界相连的，所以被认为是一个连贯的对象。只有通过不明确的调查和处理才能发现他是什么。如果人类学是系统性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借用了整个批判事业的连贯性，人类学的组织原则就在于此。 [25:  See: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 p88. 此论文中的“not a Alles but ein Ganzes“为笔者对照有关该思想观点的中文、英文、法文版《知识考古学》而翻译的，中文译本为“全面历史的主题和可能性开始消失，而一种与前者截然不同的，我们或许可以称为总体历史的东西已初步形成”，英文译本为“the them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total history begin to disappear, and we see the emergence of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that might be called a general history”，法文原版为“le théme et la possibilité d'une histoire globale commencent à s'effacer, et on voit s'esquisser le dessin, fort différent, de ce qu'on pourrait appeler une histoire générale”，由此看来，中文译本更符合法文原版原意。]  [26:  参见：本页注释①。] 

 康德三大批判中的时间是一种直觉和内在感觉的形式，而且只通过一种已经在起作用的建构性活动来呈现被给定的事物的多样性；它赋予多样性，但这已经包含在“我思”的统一性之中[footnoteRef:27]。相反，《人类学》的时代是由一种不可遏制的分散所保证的，因为它不再是一种给定的和被动的感性；我们正在处理综合活动在自身方面的分散——它可以“发挥”的分散性。在多重性的组织中，综合活动不是与自身同时存在的；它总是不断地从自身出发，从而使自己暴露于错误和所有其它令人不安的下滑之中[footnoteRef:28]。福柯的意思是，虽然康德三大批判的时间保证了起源的统一（从最初的被给定到最初的综合）并且因此固有在起源的维度，但是《人类学》的时间根植于偏差、分散的领域。而这一点的得出是因为它保持了综合的分散以及一直看到彼此逃避的始终更新的可能性。 时间不是综合在其中实现、通过其实现和凭借其实现的时间；它消耗综合活动本身。但是，时间对它的影响不是作为一个表明最初被动的给定条件，而是作为一种内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提出了一种穷举性决定的假设。影响综合活动的因素使综合活动获得自由；限制它的东西，通过这个事实，把它置于一个未定义的领域。在康德三大批判中，时间使自己对综合活动透明，而综合活动本身并不是时间的，因为它是构成的；在《人类学》中，时间被分散，起到了模糊、使综合行为变得难以理解的作用，并将决心、目的（Bestimmmung）的主权与一种被称为艺术（Kunst）的活动所威胁的脆弱的不确定性进行了交换[footnoteRef:29]。 [27:  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12月，第59-63页。]  [28:  See: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 p89.]  [29:  See: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 p90.原文为“and swaps the sovereignity of the Bestimmmung for the patient, brittle uncertainty under threat from an exercise called Kunst.”译者将“Bestimmmung”注释为“determination，purpose”.] 

而“Kunst”和时间之间的关系对于福柯的“时间分散”理解至关重要。在福柯看来，“Kunst”及其衍生词（verkünsteln, erkünsteln, gekünstelt）是人类学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也是最难翻译的术语之一[footnoteRef:30]。Kunst在理智（the sensible）的基础上，已经存在于被给定的整个领域中并以三种不同的方式行使它的控制：作为否定的力量，作为目的的决定，作为交换的语言[footnoteRef:31]。因此，时间消磨了综合行为的统一性，把它束缚在一种多样性上。在这种多样性中，它永远不会以一种内在的主权来恢复它的统一性，而正是这一事实，使它获得了一种自由。这种自由的全部内容就是进行否定，赋予意义，建立交流——这是一种危险的自由，它把真理的研究和错误的可能性联系起来，并以这种方式设法把真理的关系排除在决定的范围之外。 [30:  See: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 p90-91. 此为笔者翻译，里面涉及的相关德文术语参照《<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注本》已标出：“艺术、技术都不是其所意味的；相反，它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东西都不能同时暴露于一项既把它建立在建构的基础上又把它抛入任意的境地的事业的危险之下。Kunst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原始被动性的否定，但这种否定既可以也必须理解为自发性(关于多样性的决定)，也可以理解为技巧性(关于给定事物的稳固性)；它的作用不仅是在现象之上和面对显像（Erscheinung）而建构一种幻相（Schein），而且是赋予这种幻觉一种现象的丰富性和意义：也就是说，艺术家以自由的形式，限制了幻觉和现象的反作用力。甚至在最初的被动状态中埋藏得最深的层次，甚至在理性状态中被赋予得最多的层次，也对这种自由的游戏开放：感性直觉的内容可以人为地用为“幻觉”，而“幻觉”又可以有意地用为“现象”。 因此，在交换道德标志时，可感知的内容既可以是一个面具，为欺骗的诡计提供服务，也可以是诡计的诡计，精致的外表，通过简单的幻觉传达了价值和现象的重要性。”]  [31:  See: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p91.] 

由此看来，在康德三大批判中基本的主题“主体和时间之间的关系”，在《人类学》变成了Kunst和时间之间的关系。在康德三大批判中，主体意识到自己是“在时间中决定的”——这种不可逾越的决定指的是外部世界的存在，而内部世界的变化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时间以及它所表明的最初的被动状态，是这种关系的根源，它标志着所有知识的第一次开放。而在《人类学》，时间和它所决定的分散，在关系的结构中，揭示了对真理和自由的相互归属。福柯在其博士副论文中发问：“从康德三大批判到《人类学》——重复的不是同一件事吗？”并继续说道：“ 时间隐藏又揭示了‘与……的关系’，第一个开场白，同时也是真理和自由之间的纽带，这一纽带反过来又会成为先验哲学的特权主题，并激发了《遗著》无休止地重复的疑问：人是什么（Was ist der Mensch）？正如关系（Beziehung auf）通过表象（Vorstellung）的结构在康德三大批判中变得清晰可见一样，真理和自由之间的联系开始在《人类学》中通过Kunst的运作和危险显现出来。”[footnoteRef:32] [32:  See: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 p92.] 

所以，康德三大批判在被动和自发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出的决定，在《人类学》中被描述为一种永远不会结束也永远不会开始的时间分散；与人类学有关的东西总是存在的，尽管它从来没有被完全给定过；并且对人类学来说，首先要做的是与一个无论如何从远处包围它的时间联系在一起。这并不是说起源的问题是未知的；相反，它还给出了问题的真正含义。它也不是在一瞬间第一次揭示和分离的。福柯说到：“起源并不是真正原始的，它是真正时间的。也就是说，正是在这一点上，真理和自由最终结合在一起。可能存在一种错误的人类学——我们都很清楚它是什么样子的：它试图回到一开始，回到一种古老的事实或法则，回到先天的结构。康德的人类学给我们上了另一课：在起源性中，即在真正的时间维度中，重复批判的先天。”[footnoteRef:33] [33:  See: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 pp92-93.] 

[bookmark: _Toc6169062][bookmark: _Toc7384126]（四）、《康德人类学导论》的反主体观——“去人类学化”
就福柯自己哲学历程的发展来看，可以说《康德人类学导论》构成了考古学文本的哲学“史前史”。因此通过它，可以从中去解释福柯考古学时期的人类学批判。按照这种理解，去重新定义在先验主题、人和有限的分析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并且通过这样做使得解决《词与物》中第七章和第九章的张力也成为可能[footnoteRef:34]。《康德人类学导论》允许我们确认不是“康德哲学批判”在它的整体性中标志着“现代性的开端”，而是经过在康德著作本身中的分界线，把先验主题的起源的形成从它的后来的版本中分离出来。在词与物》第七章中，后者在它的批判版本中出现；然而，不是这个真正地标志着古典时代的断裂；《康德人类学导论》展现了只有从《人类学》开始，定义人的双重结构才变得清晰可见。《词与物》第九章考虑的正是这种先验主题的转变，把它定义为真正的认识革命，产生了现代性的“人类学沉睡”特征。 [34:  参见：[法]福柯：《词与物》，修订本，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重印版，第七章221-253页，第九章 307-347页。] 

我们当然可以反驳说，经验—先验对子的构成是由康德三大批判本身所预设的，因为给予有限自我基础力量的倒置取决于主体本身的双重性。但是对于福柯而言，在它的批判版本中有限的特性是它只能成为经验的认识根据。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人，作为基础的先验主体，从今以后只可以显现为一个经验的主体的范围而被抹去”。因此，在批判版本中的主体，“从未被赋予给经验”，福柯宣称道：一个奇怪的陈述，只有当我们加上“作为先验主体”才有意义[footnoteRef:35]。但这个部分的抹去和人从表象的空间中被抹去很接近，这一点是福柯在《词与物》第一章通过委拉斯开兹的那幅画所分析的[footnoteRef:36]。他从经验领域退出了他的先验维度，这种退却自身允许福柯能够去建构这种维度，作为经验—先验对子的人，从定义上讲，和从《宫中侍女》中缺席一样，也缺席了康德哲学批判主义。在这两种情况下，这都是一个“盲点”——一个自相矛盾的点，结构地不能在可见范围内铭刻它自己，但这却保证了一个看见的可能性[footnoteRef:37]。 [35:  参见：[法]福柯：《词与物》，修订本，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重印版，第248-249页。]  [36:  参见：[法]福柯：《词与物》，修订本，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重印版，第3-17页。]  [37:  Charles R. Varela, “The Romantic Realism of Michel Foucault The Scientific Temptation”,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43:2 ,2013, pp227-228.] 

因此，《词与物》中康德的这种矛盾的状态源于出现在康德三大批判中的人的这种不可能性——在“既作为知识的对象又作为认知的主体”的完全的模棱两可中，即使他在他的经验—先验对子中被这个相同的文本所预设——由此他构成的双重性。严格来讲，这是一种批判主义的非思（unthought）[footnoteRef:38]。在这种意义上，康德三大批判的最深的赌注正是通过关于康德三大批判和《人类学》之间的关系的明确反思来阐明这个非思（unthought）以及导致的后果。因此，福柯得出的结论是先验主题的转变只可能将现代的思想带入一系列困境中，它们自身在理性与Geist的关系中被预兆[footnoteRef:39]。这些问题涉及人类学的目的，即“将其作为一种批判，将从假设和先天的惰性中释放出来”[footnoteRef:40]。因此，问题在于所寻求的目的和所使用的手段是矛盾的。如果经验的知识在它的转向中是足够的决定它，那么先天是如何保留任何奠基的力量呢？人类学被误导在经验中寻找一种知识，而这种知识本身就足以消除先天基础的概念的所有意义。 [38:  参见：[法]福柯：《词与物》，修订本，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重印版，第326-333页。]  [39:  参见：本论文第7页注释②。]  [40:  See: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 pp63-73.] 

从今以后，福柯的问题将会成为给予知识可能性条件一个非人类学的换位是否可能。这种试图的证据和手段是“知识型”的概念[footnoteRef:41]，“历史先天”的概念，“档案”的概念，这个试图是给先天“去人类学化”并且对于基础的需要保持开放的一种试图[footnoteRef:42]。 [41:  参见：《福柯的界线》，汪民安著，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第71-89页。这部分解读了《词与物》这本书所描写的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的三个“知识型”。]  [42:  参见：[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三章第5节“历史的先验知识和档案”第161-170页。英文版标题为“The Historical A Priori and The Archive”，法文版原标题为“l'a priori historique et l'archive”。所以笔者认为此处标题译为“历史先天和档案”更符合原意。在此提醒读者，笔者将所看到的外文文献中，“a priori”译为“先天”，“transcendental”译为“先验”，这两个概念在康德哲学里面明显不是一个概念，而在对于康德解读的福柯哲学的文本中二者似乎并无实质性区别。] 

从《康德人类学导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时间分散”的初现以及“去人类学化”的这种反主体观的显现。类似地，贝特里夏·汉（Béatrice Han）对于福柯这种考古学方法是否成功曾试图提出一种海德格尔式的本体论差异解读，对于该解读，笔者部分认同其对于去主体化的解读，不过在笔者看来贝特里夏·汉（Béatrice Han）似乎并未对“时间”这一关键术语加以分析，所以这是其不足。如《词与物》“起源的退却与返回”中关于“起源”的有限的“人”的论述中便无不在牵扯到时间。与此相关的《存在与时间》，作为海德格尔关于本体论策略的最典型的一本书，时间在它对于本体论的分析中同样至关重要，而且海德格尔在书中还详细论证只有真正理解Dasein（此在），才能暂时性理解起源。



[bookmark: _Toc6169063][bookmark: _Toc7384127]二、解决主体问题的海德格尔式的道路——本体论差异？
[bookmark: _Toc6169064][bookmark: _Toc7384128]（一）、贝特里夏·汉（Béatrice Han）的解读
海德格尔作为一个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主体哲学和对象化思维模式的哲学家提出一种本体论差异的学说。对此，贝特里夏·汉（Béatrice Han）认为，本体论的差异并未解决福柯上述讨论的问题，即通过置换问题的术语并未逃离康德先验的前批判的困境[footnoteRef:43]。 [43:  See: Béatrice Han, “Foucault’s critical project: Between the Transcendental and the Historical”, translated by Edward Pi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art I The archaeological transpostion of the critical question and the aporiae of the transcendental theme, p54.] 

通过运用本体论差异的方法或许将有利于更一致地理解历史先天的状态——作为一个存在的“时代”的历史先天，不是作为“发生中的时间的跨度”，而是作为对于一个具体存在者的理解的历史可变的可能性条件。这样的话，海德格尔基础的本体论差异没有陷入到《康德人类学导论》中宣称的先验的人类学版本的风险。确实，福柯的反人类学主义接近于海德格尔的主张，即对于存在的询问只能在存在自身被询问。甚至绕过《存在与时间》所确立的Dasein的存在论分析，或许可能为福柯的“秩序的历史和它的存在方式”的概念提供非主体的基础。秩序的“存在（there is）”问题明显不是从认识者的主体的角度——这将会被思想史所处理——而是通过确认支撑知识自身的经验构型的知识型。[footnoteRef:44]由此看来，通过置换问题的术语看似逃离康德的先验的前批判的困境，也似乎解决了《康德人类学导论》之后运用考古学方法的著作中的问题，即秩序要么存在于观察者的“目光之中”[footnoteRef:45]，要么存在于“物之中”[footnoteRef:46]。然而不幸的是，《词与物》序言中确认的海德格尔式的尝试——为福柯提供他所预设和缺乏的本体论——由于两个原因并未成功。 [44:  See: Béatrice Han, “Foucault’s critical project: Between the Transcendental and the Historical”, translated by Edward Pi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8.]  [45:  参见：[法]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重印版，第七章“看与知”第118-137页。]  [46:  参见：[法]福柯：《词与物》，修订本，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重印版，前言第1-11页。] 

第一个原因是确认存在的秩序的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秩序有一个更为严格的扩张并且看起来似乎已经自身预设了一个存在的理解——没有秩序就没有一切。也就是说，“存在”就是“被秩序”。根据海德格尔，这从罗马时代以来可能是真的，尤其是在表象的时代为真；然而，这并不属于古希腊将存在理解为物理学，或许也不属于我们——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所有事物往往成为来源，实体在技术时代并不保持足够的单一独特性来作为可被秩序的实体。因此，对于存在与秩序的同化，最坏的一种解读是，本体的（ontic）（秩序将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经验形式、相似性的图表和类比相一致，与古典时期的分类和图表相一致等等[footnoteRef:47]）。最好的一种解读是，它将在本体论（ontological level）的层面上运作，但只能与从属于存在历史的具体时代中的可秩序的事物经验一起——因此，它不可能拥有福柯在《词与物》序言中所宣称的“赤裸裸”的先天状态[footnoteRef:48]。第二个失败的原因是《词与物》序言自身呈现了很多矛盾。一开始，它在两个不相容秩序的概念中犹豫：第一个是客观的和空间化的，而将秩序看作是一个“中介”，一个“范围”、“基础”，而第二个是主观化的，将秩序参照为一个假设的“经验”。但秩序怎么可以同时被定义为，既是非主观的、自存的构型，又是一个状态存疑的主体的经验？这个内在的张力，这两个概念（客观的和主观的）的任一个其自身是不可还原到海德格尔的观点。一方面，“中介”的想法——事实上它似乎给予秩序一个实体性而不能在基础的本体论框架内所去理解——足以避免与海德格尔哲学的存在最终的一致性。由于本体论的差异，这样一个区域不可能是中间的：与此相反，它甚至必须是先于上述提及的“基础的方式”，即可能性的本体论条件。另一方面，主观的秩序的假设将致使福柯发现，在这个有问题的“中间区域”，是一种“解放”的结果。通过这种“解放”，文化“挣脱了模式的直接和无形的力量”。 这一运动将取决于意识的突然觉醒，而意识的逻辑正是人文主义传统的复兴，这是被考古学和海德格尔所同样地拒绝的，这也表明了福柯的主张和他的方法论原则之间的矛盾[footnoteRef:49]。 [47:  参见：[法]福柯：《词与物》，修订本，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重印版，第一编，此编是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时期来展开论述的。]  [48:  参见：[法]福柯：《词与物》，修订本，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重印版，前言第7-8页。]  [49:  See: Béatrice Han, “Foucault’s critical project: Between the Transcendental and the Historical”, translated by Edward Pi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art I The archaeological transpostion of the critical question and the aporiae of the transcendental theme, p58-59.] 

按照这种分析，在笔者看来，《词与物》文本的剩余部分和序言的中心想法也相矛盾。考古学应该将秩序作为它的唯一对象：在第七章的开头“历史时代”，描述了一个“从秩序进入历史的突变”，即它是历史而不再是秩序——这变成了“经验性存在的基本代码”。这本身就足以使“秩序的历史”这一概念以及秩序对海德格尔存在的任何普遍同化，从而使得作为一种解释的普遍性原则同样失效：“恰如大写的秩序在古典思想中并不是物之可见的谐和，或其被观察到的调节、规则性或对称性，而是物之存在的特殊空间（这个空间先于所有有效的认识而在知识中把物确立起来）一样，大写的历史从19世纪起限定了经验的诞生地：经验先于所有确立起来的年代学而从这个诞生地获得了它自己的存在。”[footnoteRef:50] [50:  参见：[法]福柯：《词与物》，修订本，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重印版，第222-224页。] 

由此看来，所有这些内在的张力排除了海德格尔哲学道路本可以提供给福柯的解决办法。
[bookmark: _Toc6169065][bookmark: _Toc7384129]（二）、对本体论差异道路的再补充——时间分散
上述贝特里夏·汉（Béatrice Han）的分析思路并非不无道理，因为福柯认为有限分析是对人的分裂的一种回应，而有限分析所面对的正是这个问题。但其分析中却并未阐明“时间”这一对于福柯和海德格尔来说关键性要素。
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分析在上一节起了一定作用，那就是它在不以时间与永恒的区别为出发点的情况下，发展了对存在的时间有限性的解释。因此，它预示着一种对人类有限性的决定。知识的解释可以建立在这种决定的基础上，而不会陷入所述的困难之中。为了使这成为可能，必须对先验哲学的结构提出疑问，并提出一种理解具体存在条件的方法，并且这种方法不能重复先验的分离。海德格尔关于大写的存在与存在者（Being and beings）的本体论差异的概念似乎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根据本体论的差异，存在不能被当作一种事物来对待，因此哲学传统上所寻求的本体论基础也不能从对事物的解释中得到定义。海德格尔认为，事物的存在在于它被揭示的方式。同样，不能把这样的存在看成是独立存在的，或者是字面上的独立存在，或者也不能说，它的意义可以独立于它所进入的关系而被决定。大写的存在与存在者无关，也与它们在我们与它们的接触中或通过我们与它们的接触而揭示出来无关。因此，本体论的差异与其说是指存在的一个新的层次，不如说是对存在的事物提出的一个新的观点。
时间分散的主题在《知识考古学》中很早就提出来并且从未缺席它所展开的分析[footnoteRef:51]。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福柯与考古学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形式，因为它取代了有限经验分析。分析的目的是把人的形象作为一个经验——先验的双重形象，并奠定福柯所谓的末世论和实证主义的思想双轨。由于人类的有限性主要是用时间来解决的，要理解随着现代性的终结，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福柯为什么把考古学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我们必须弄清楚，当时间不再受制于这种有限性，不再受制于它所强加的统一的条件时，它所采取的形式。 [51:  参见：[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一章引言部分1-22页。诸如“断裂”“中断的偶然性”，科学史家康吉莱姆对于科学史进行的宏观微观区分等等。进一步详细了解可参见：[法]皮埃尔·马舍雷著《从康吉莱姆到福柯：规范的力量》，刘冰菁译，张一兵审订，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虽然福柯在这方面给出的直接阐述文本不多，但很明显，对他来说，分散是话语的基本时间结构[footnoteRef:52]。我将在这里同时讨论两点。第一点，时间分散的概念所起的策略性的作用，这涉及到考察福柯和海德格尔对康德人类学的回应。第二点，在对于前者的考察中澄清时间分散本身的含义。 [52:  参见：[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37页。] 

在《词与物》中，福柯认为当康德批判哲学的三个基本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该怎么办？我可以希望什么？）最终指向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时，这表明了人类学在现代性中起着中心角色的作用。康德的这一运动，使知识与其根据的关系问题向福柯所称的有限性分析的方向发展。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它似乎回应了他自己的关注，康德的批判哲学缺乏一个根本彻底的基础，因为它没有提出主体存在的问题。但海德格尔仍然持批判态度，他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一书中指出，康德的人类学并没有弥补这一遗漏，仍然是一种实证研究，未能对主体展开本体论分析。[footnoteRef:53]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回应道，他分析了作为存在被揭示出来的存在的本体论结构，然后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二篇部分对本体论进行了恰当的分析，在那里海德格尔列出了支撑存在的时间结构。[footnoteRef:54]而福柯对康德提出人的根本问题的回答与海德格尔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 [53:  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第208-211页。]  [54:  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9月，第二篇“此在与时间性”。] 

福柯认为，使人的问题成为基本问题意味着，对任何建构在人类经验中所起的作用及其所能了解的内容的探究，都要通过人类学绕道而行；实际上，《纯粹理性批判》的路线是通过《人类学》进行的。然而，海德格尔认为这导致康德进入了经验主义的探究，从而转移了对本体论问题的关注；福柯则发现了一些东西，在他看来，这些东西使得人类的消失加速，从而使思维摆脱末世论与实证主义（或先验与经验主义）之间的分裂。然而，这只是一种暗示，因为在福柯的观点中，康德的人类学是在一种结构中表达出来的，这种结构必须被打破，才能使思想摆脱作为经验——先验对子的人的形象所设定的模式。福柯强调了时间在《纯粹理性批判》和《人类学》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这一差异源于人类学探究人类个体“作为一个自由行动的个体如何塑造他自己，或者能够并且应该如何塑造他自己”[footnoteRef:55]的本质——不仅通过塑造他的行为，而且通过培养他的感性、理性和审美。康德通过对《纯粹理性批判》（感性、知性、理性）中常见结构的预演，以及在讨论诸如分心、精神疾病、梦境、机智、无聊、独自吃饭等话题时对快乐、不快和欲望的思考，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种处理方式与《纯粹理性批判》中所采用的方式截然不同，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主体被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综合运作的先验统一体，另一部分是作为感性直觉对象出现的经验自我。因此，整个论述与福柯《词与物》中所确定的经验——先验对子的形象完全一致。 [55:  See: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 p52.原文为“Moreover, it will investigate what man "can and should" [德文kann und soil] make of himself”.] 

相反，在《人类学》中，主体作为一个主体对自己进行阐述，一方面受先天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受其存在的时间的制约。主体尝试各种变化，每一种变化都可以依次修改或撤消。在这一过程中，主体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导致“实践和理论的交叉”。福柯用自由和真理来描述这种融合。[footnoteRef:56]福柯解释说，这个交叉具有独特的时间特征。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写道，给定事物的多重性是通过一种直觉和内在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通过一种“已经在起作用的建构性活动”[footnoteRef:57]。因此，它以统一的形式呈现，以统觉的先验统一为基础。相比之下，《人类学》的时间是“由一种无法控制的分散性所保证的”。它不能被包含的原因是分散性与感性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有关并包含在塑造经验并赋予其统一性的综合活动中，而在《人类学》中则是“综合活动相对于自身的分散”，即在时间的过程中，综合与自身的不符合。福柯写道，由于这种结构上的不完全性，《人类学》的时间侵蚀了内在综合的连贯性，为错误、纠正、重复留出了空间，因此也有了某种自由[footnoteRef:58]。这给理论思维增加了一项不同的任务，而理论思维现在又与实践纠缠在一起。它不能再追溯到起源。相反，它必须阐明并因此恢复它所存在的时间框架。即，它必须与时间相关。福柯由此得出结论，康德的人类学对思维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起源（originary）中，也就是在真正的时间维度上，重复批判的先验。”[footnoteRef:59] [56:  See: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 p92.]  [57:  See: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 p89.]  [58:  See: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 p91.]  [59:  See: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p93.] 

与海德格尔一样，福柯认为时间是康德人类学的关键并试图确定综合本身的时间结构。然而，在海德格尔将他的注意力转向先验想象的综合活动的时间维度并恢复了超越日常时间分散的优先权之处，福柯遵循了康德在人类学领域发起的运动，将时间问题重新定位于人的实际生活的分散特性之中。分析的混合性质足以让海德格尔将其斥为过于经验性而没有任何本体论意义，但对福柯来说，正是由于这种混合的特性，分析有望打破末世论和实证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即对于现代性的定义。矛盾的是，正是在康德的人类学中，福柯发现了导致人类消失的第一个过程的痕迹[footnoteRef:60]。 [60:  如《词与物》中所描述的“人类学沉睡”以及结尾处“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 

然而，《人类学》中给出的解释只表明了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因为福柯认为随着人类的消失将会瓦解的结构仍然牢固。福柯在《人类学》中提到了时间，他写道，它维持了综合的分散性，但也保留了它们互相“逃避”的可能性。“因此，‘时间’并不是在其中、通过其中以及凭借它来实现综合的东西；它消耗掉了综合活动本身”。[footnoteRef:61]这意味着时间会影响综合，即使不是来自外部，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与综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分离中，无论多么微小，先验——经验的双重性被重复并且人的这种形象被保持。当福柯写到《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天必须“在真正的时间维度上”重复时，他似乎并不是简单地提出先天与时间有关（就好像形式要受制于时间），而是先天本身应该是时间的。如果有人反对说综合已经是一个时间的过程，而这正是海德格尔在解读康德时所强调的，那我们可以指出，这样一个进程处于一种特权的地位，即作为经验事件的秩序优先于时间的分散。在时间维度上重复康德三大批判意味着先天必须在时间过程中并通过时间过程真正形成，综合活动与其毁灭分解之间的分离必须完全减少。这样，分散就不是一个次要的过程，而是综合自身的运作，并且也只是一个永远不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验的形成条件同时也是经验转化的条件。 [61:  See: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 pp89-90.]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时间本身是“起源的”(l’originaire)的维度，语言在这里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福柯赞同这样的观点：“它不是在一个已经给出的秘密意义中被发现的，而是在交换的最明显的路径中被发现的。”[footnoteRef:62]在福柯看来，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康德在《人类学》中采用了一个“大众的（popular）”话语。通过呼吁在作者和公众之间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它鼓励了这样一种信念：尽管时间的分散性，但一些清晰而完整的东西还是被赋予了，或者至少是我们几乎可以掌握的。人类学采用一种对对世界的共同认识来说已经熟悉的语言，并用它来把握人。但通过这种方式，时间被确认为经验事件的秩序，保持了先验和分散之间的分离，即使没有完全丧失，时间分散的根本潜力也受到冲击。要想实现人类学内部的变革潜力，康德将人类学描述为“大众”话语时，围绕人类学放置的自证屏幕必须被移除，这是福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所做的事情[footnoteRef:63]。 [62:  See: 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o Nigro and Kate Brigg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 pp102-103. ]  [63:  即《词与物》、《知识考古学》所体现的研究。] 

最后，福柯在《康德人类学导论》中认为需要在一个真正的时间维度上重复康德批判哲学这一观点可以与他在《词与物》中的主张一起解读，即在数学先天的基础上重复康德批判哲学。这些特征通过福柯对考古学的描述得以表现出来，特别是通过他对现成统一性的扬弃——在他对历史的阐述中，逐渐地、零碎地、暂时地形成的统一性，暂时稳定的统一性和最终变形的统一性。这样，综合的运作就比以前更彻底地暴露在时间的分散中，结果就是人的形象所处的封闭维度（他最后的避难所？）被打开了[footnoteRef:64]。 [64:  参见：[法]福柯：《词与物》，修订本，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重印版，第386-391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对主体的思考或主体在思想中的作用的终结，正如福柯作品的其余部分非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对于主体性的取消绝不意味着他对于主体性的否定”[footnoteRef:65]；福柯并不想排斥主体的问题，而是想界定主体在话语的多样性中所占据的位置和功能。[footnoteRef:66]如布朗肖在其文章《我想象中的米歇尔·福柯》中所说的：“主体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主体过于确定的整体受到了质疑。（也就是说，消失所体现的是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或者说主体的分散（dispersal）并不是对主体的消灭，它只是从主体出发，给我们提供立场的多样性和功能的非连续性。”[footnoteRef:67]但它确实需要对思维的形式和目的进行认真的修正。这就需要改变主体参与思维实践的方式——这是在《知识考古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在下一节进行相关讨论。 [65:  参见：《语言与翻译的政治》，许宝强、袁伟选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9月，前言第7页。]  [66:  参见：[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7页。]  [67:  参见：《我想象中的米歇尔·福柯》，布朗肖著，肖莎译。见汪民安、张云鹏主编，《福柯/布朗肖》，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第16页。] 




[bookmark: _Toc6169066][bookmark: _Toc7384130]三、时间分散——以《知识考古学》为主要文本展开
[bookmark: _Toc6169067][bookmark: _Toc7384131]（一）、《知识考古学》要解决的问题
在《词与物》中，福柯描述了在他看来现代性中的思想是如何陷入死胡同的。不同的调查部门都是在一个结构中进行的，这个结构确保每一个单独的部门都必须是不完整的；或者要求它们跟踪一个不断移动但却无法到达的起源。对现代性思维状态下的这种判断的核心原因在于人的形象，尤其是人的有限性。《词与物》结尾处得出的著名结论是“人是我们思想考古学能轻易表明其最近日期的一个发明。并且也许该考古学还能轻易表明其迫近的终点。”以及“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footnoteRef:68]如果将《知识考古学》理解为福柯对于如何理解当时思维实践的方法论澄清，那么，以最简单的形式来说，他的挑战是解释这种人的消失的含义。然而，《词与物》的最后两章毫无疑问地表明，福柯不仅仅认为他是他所看到的在现代性中超越人类形象的变化的冷静观察者，而且认为自己是参与改变思维实践的人。然而，尽管福柯在分析现代性思维的演变过程中提供了丰富的细节，但对未来的描述却很粗略。因此，《词与物》三年后出版的《知识的考古学》，不仅可以被解读为涵盖他早期作品的方法论回顾，而且可以被解读为他在人类消失后所看到的一种思想形式的实验。因此，它采用了一些仅仅在《词与物》文本最后中概述的思想，并在一种新的思维实践中把它们编排成一份长长的（虽然从来没有完成）概念、问题和方法的清单；旨在打破思维在现代性中陷入的僵局[footnoteRef:69]。 [68:  参见：[法]福柯：《词与物》，修订本，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重印版，第392页。]  [69:  参见：[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此本书重要概念清单的架构脉络简单说是从“话语”到“陈述”再到“档案”以及“历史先天”。 首先是话语的单位（unity）：我们过去习以为常地将作品或作者视为分析单位，这是需要质疑的。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将早期三本书（《古典时代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所做的分析称为是“对话语的研究”，并（暂时地）把分析单位成为“陈述”，最后得出：话语的形成的分析就是对整体陈述的描述，也就是对“档案”的描述，亦即“考古学”；其具有的部分确证性质，称为实证性，也就是发挥了“历史先天”的作用；这种历史先天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但影响了知识的形式。这种历史就是话语的历史（而不是人的历史）。] 

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知识重新回到前批判的简单性中？对于福柯来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的人的消失，消除了支撑知识的统一的要求，同时又不会破坏知识本身，所以他欢迎由此带来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当然，他并不认为人的消失意味着实证主义的胜利。知识是有条件支撑的，它们是历史的，而不是先验的；但它们的历史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经验事件。福柯的挑战在于，如果它们既不是先验条件，也不是经验原因，那么它们究竟处于何种地位。下面笔者将通过时间分散角度试图来阐释福柯力图实现的这一目标。
[bookmark: _Toc6169068][bookmark: _Toc7384132]（二）、时间分散下的福柯独特的主体思想
1. 数学哲学中反主体的“时间分散”观念
当福柯在《词与物》中引入分析实际经验的观点时，他引用了康德的遗产。这一遗产塑造了实际经验产生的情境。他对于实际经验的分析，是为了让其位于经验与先验之间，产生一种张力，“这使得能把人分析为主体，即经验的认识的场所，这些认识也最接近使它们成为可能的一切，并且这个话语使得能把人分析为直接呈现给这些内容的纯形式；”简言之，它旨在弥合人既作为对象又作为主体的决定之间的差距。福柯在《词与物》中继续说道，这个分析相关于准美学和准辩证法，起着一种分析的作用。[footnoteRef:70]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感性分配给先验美学，把知性分配给先验分析，把理性分配给先验辩证法。因此，福柯认为，对实际经验的分析起着分析的作用，处于实证科学与其无条件基础(分别是准美学和准辩证法)之后的质疑之间。此外，分析是康德演绎知性范畴的地方，是康德把主体看作感知的先验统一体的思想的地方，是康德把先验想象看作概念与直觉结合起来构成经验的综合操作的地方。当我们思考考古学方法如何被视为福柯提出对于实际经验分析的另一种选择时，上述内容都很重要。但首先需要注意几点。之所以需要引入对实际经验的分析，是因为在康德之后，分析的作用被心理学等经验科学以及各种形式的自然哲学所取代，它们都试图提供自己对经验条件的解释。只要看看今天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之间的联盟，就知道这种现象已经持续到21世纪[footnoteRef:71]。福柯认为，对经验的分析并不能解决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探究的分支上，而这些分支本应深入到研究的底层，结果却分裂成了经验成分和先验成分。 [70:  参见：[法]福柯：《词与物》，修订本，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重印版，第324页。]  [71:  See: David Webb,”Foucault’s Archaeology:Science and Transforma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13, p22.] 

在《词与物》的结尾处给出一条有关于福柯是如何进行自己的这种考古学方法分析的重要的线索。在讨论数学，语言和文学的过程中，福柯写道，对形式语言的关注开启了“在数学先天的新形式的基础上对纯粹理性进行第二次批判的可能性和任务”。[footnoteRef:72] 在宣布了这个挑战之后，福柯没有进一步进行阐明和分析。然而，这里所参照的似乎是巴什拉的主张，即构成经验的综合活动不应再受主体的深层保护，而应受感性直觉的约束。先天条件被打开，并让位于数学建构，而且在数学建构中产生了以前不可能甚至不可想象的经验形式[footnoteRef:73]。福柯认为，将经验的建构从主体转移到形式的话语，有助于康德批判计划的重新构想。而对于数学形式主义为模型的先天条件和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发展起来的历史先天条件之间的关系来说，有两点很重要。 [72:  参见：[法]福柯：《词与物》，修订本，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重印版，第388页。]  [73:  See: Daniel Mcarther, “Why Bachelard Is Not a Scientific Realsit”, The Philosophical Forum Volume XXXIII, No. 2, Summer 2002, pp160-163.] 

首先，福柯所指的数学形式主义的概念几乎可以肯定是卡瓦耶斯的，卡瓦耶斯关于形式主义的研究广为人知，部分原因是由他的好友康吉莱姆在他死后编纂的版本，而康吉莱姆便是福柯的博士论文导师。如果卡瓦耶斯将数学理解为一种自主的形式话语，并且也是历史的，那么在数学先天的基础上重新应用纯粹理性的批判，将意味着建立一种话语，其为经验提供的条件是历史的而不是先验的。同时，因为是形式的，它们也不可还原为经验的经验（empirical experience）的层次。这样一来，一个基于数学先天的批判将避免导致实际经验分析回到经验和先验的分裂。其次，转向数学将意味着，话语分析所涉及的基本事件是建构，而不是披露。[footnoteRef:74]这至少会扩大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对话语的分析可能摆脱无意识的纠缠，同时扩大了另一种不可能性，即掌握它与非思的事物之间关系的起源。《法国认识论：1830-1970》中关于卡瓦耶斯的一节指出，在卡瓦耶斯看来，先验哲学中的对象（以及经验）的建构必然要避开所有的表象；或者，更具体地说，建构的时间必须避开表象，从而成为无条件的基础。[footnoteRef:75]因此，基于数学先天的话语分析可以避免福柯所描述的起源的退却与返回的运动，即既塑造了对实际经验的分析又强化了人的有限性在整个现代性思想中的中心地位的运动。虽然这还有待观察，但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基于数学先天的分析似乎可以避免福柯所描述的早期试图提供现代性知识条件的“经验-先验对子”困境。如果成功的话，那么它就开辟了一种思维形式的新观点。这种思维形式不再依赖于人的有限性的形象，也不再由经验和先验的张力所构成。 [74:  See: Kevin Thompson, “Historicity and Transcendentality: Foucault, Cavaillès,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Concept”, History and Theory, Vol. 47, No. 1 ,Feb, 2008, pp9-12.]  [75:  参见：[法]米歇尔·比特博尔、让·伽永主编：《法国认识论：1830-1970》，郑天喆、莫伟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60-362页。] 

虽然这里有很多需要澄清的地方，但是福柯要强调的重点之一就是，断言一个既非经验的也非先验的条件的存在意味着什么。虽然经验和先验这两种选择似乎耗尽了所有可能的可能性。[footnoteRef:76]然而数学上的先天确实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历史的作用，并准备重新诠释过去用来解释综合而现在已成为经验的历史建构的时间（其对象、概念和与之相关的主体性模式）。而这种数学先天中建构的时间便是一种具有分散性的时间。这也是福柯在《康德人类学导论》中首次引入的知识考古学的特征。这个特征在本文第一章中已有所阐述。 [76:  参见：[法]福柯：《词与物》，修订本，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重印版，第389-391页。] 

2. 时间分散下的新历史观中的“历史”取代传统历史观中的“主体”
历史记录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这些记录通常会以不同的速率变化。“深层”阶层，如航道史或轮作史，比政府、战争和饥饿的历史移动得更慢，这意味着要求提出不同类型的方法论问题。对于如何建立因果序列或是否可以从关系的联系中定义整体性等老生常谈的问题，让位于应该区分哪些类型的层次进行研究，以及应该采用什么历史分期标准的问题。[footnoteRef:77]虽然历史上的焦点正朝着大规模的模式发展，但是处理文化和知识的特定历史（例如，思想史，科学史或文学史）似乎是在增加断裂和寻求不连续的的方向发展，而纯粹意义上的历史，仅仅是历史，却似乎是在借助于自身的无不稳定性的结构，消除事件的介入。 [77:  参见：[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页。] 

事实上，这些是福柯对考古学的分析至少要一开始就须提供答案的问题。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似乎是思想、哲学、知识和文学的历史一直在走向正如“历史本身”一直朝着更大连续性的研究方向发展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解释说：“其实，这些与前面提到的问题是同一性质的，只是在表面上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实际上，这两种问题在文献中相互交叉。只不过，在福柯看来，文献不应再被视为像过去一样“一直被看作是一种无声的语言”。[footnoteRef:78] [78:  参见：[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6页。] 

也就是说，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同时要研究文献自身的内涵，因为对历史来说，“文献不再是一种无生气的材料”。历史应力图在文献自身的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整体、体系和关联。
从更具体的意义上来说，这可以从福柯对于文献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阐明中看出来。他写道：“历史正以此证明自己是一门人类学：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历史乃是对文献的物质性的研究和使用（书籍、文本、叙述等等），这种物质性无时无地不在整个社会中以某些自发的形式或是由记忆暂留构成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自身也许享有充分记忆优势的历史来说，文献不是一件得心应手的工具；就一个社会而言，历史是一种赋予它与之不能分离的众多的文献以某种地位并对它们进行制订的方法。”[footnoteRef:79]这种方法排除了将社会视为一个集体性主体，历史可以成为所有文献的统一基础，同时也排除了社会依赖其他一些（可能是外部的）原则，使其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相反，正是在历史中，社会凝聚着，即使大量的历史研究似乎在寻求不连续性和断裂。 [79:  参见：[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页。] 

更令人不安的可能是，历史本身已经取代了现代性中作为经验——先验对子的人的形象的结构，即既作为知识的对象和又作为知识的基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考古学将无法突破福柯在《词与物》中所描述的循环圈的悖论。但考古学能否成功地避免这种困难还有待观察。
历史从线性模式向范围模式的转变，反映在福柯所谓的“总体历史”取代“全面历史”的过程中。当前者发现在不同的序列中重复的事件之间有相同的关系，因此类似地联系在一起时，“总体历史”决定了这一系列关系的特殊性，它们具有特定的界限、划分和关系形式。“因此摆在我们前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决定总体历史的任务，——是确定什么样的关系形式可以在这些不同的体系之间得到合乎情理的描述；这些体系能形成什么样的垂直系统；这些体系之间的关联和支配关系是怎样的；差距，不同的时间性和多种记忆暂留可能产生什么后果；在哪些不同的整体中，一些成分会同时出现。简言之，不仅要确定什么样的体系，还要确定什么样的‘体系中的体系’，——或者说，什么样的‘范围’有可能被建立起来。——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相反地，总体历史展开的却是某一扩散的空间。”[footnoteRef:80]在“全面历史”占据的围绕某种中心原则组织的统一空间的地方，“总体历史”通过“分散的空间”衍生出来。从文本一开始的引言中，“分散”的概念出现并且在之后文本的论述中反复出现，通过前面的讨论，可以得出这种“分散”通常是参照时间而不是空间，并且关于如何使用它可以说是是贯穿文本本身的一条线索。“分散”并不是指定点或元素在时间上的散射，因为这将假定一个统一的维度，而这又将意味着一个单一原则的存在，从而使经验分析回归到现象学风格的有限性分析，这是福柯所明确反对的。相反，“分散”指的是时间的多样性，这些时间可能彼此相容，也可能彼此不相容，并且可以通过与其他时间的接触而进行结构上地修改。因此，分散首先是在规则层面上起作用，而不是在事物、事件或要素层面。 [80:  参见：[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12页。] 

这除了不可还原到现象学的时间特征的统一性外，也偏离了对康德人类学中分散性的解读，即线性时间的研究。[footnoteRef:81] [81:  参见：本论文第一章第三节的论述。] 

3. 福柯独特的主体观
福柯的观点是，在普遍的话语形式下，悬置主体的范畴并不会抑制个体，尤其是因为他在分析中引入的话语形式并不具有普遍性，这是与康德不同的[footnoteRef:82]。要成为普遍的，它们必须被强加于来自外部的话语，并且不受任何改变的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不仅话语形成的所有元素都属于局部和临时的特定配置，而且这些元素本身就是福柯对话语的描述。虽然导致一个或多个基本范畴消失的历史性转变的规模必须远远大于这里所考虑的范畴，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事实上，该主体范畴的悬置是一项策略性的决策，旨在使分析与之前著作中说明的人类的消失保持一致，从而使人们摆脱《词与物》结尾处所描述的僵局。 [82:  See: Béatrice Han, “The “Death of Man”: Foucault and Anti-Humanism”, translated by Edward Pile,In: “Foucault and Philosophy”, Edited by Timothy O’Leary & Christopher Falz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10, pp118-139.] 

因此，它不是出于对客观性的偏见。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历史问题，尤其是福柯对“时间化的千篇一律的模式”的拒绝。[footnoteRef:83]时间是人的有限性的关键，人的有限性处于福柯所描述的知识结构的转变的危险之中。如果人要消失，把知识从末世论和实证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的区别中释放出来，那么时间的统一性就必须让位。 [83:  参见：[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7页。] 

由于时间的统一由主体确保，因此必须悬置主体。这实际上使得经验的重新配置，甚至其本体论条件的修改都成为可能，而不是将个人提交到匿名的形式主义或类似的东西。福柯在此提醒读者，暂时不谈“变化的一般和空缺的类别，是为了揭示不同层次的转换”的重要性。[footnoteRef:84]这些是在话语（和知识）的结构中的转变，因此它们也改变了主体与这些话语相关的位置和功能，从而产生了更激进的自由感受。在笔者看来，这不是对主体参与改造其存在条件做法的自由的充分说明，但这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并且在这里为福柯以后关于自由的研究做好准备，即预示了福柯后期的伦理学的人的自由实践的转向。[footnoteRef:85] [84:  参见：[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7页。]  [85:  See: James W. Bernauer and Michael Mahon, “Michel Foucault’s Ethical Imagination”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oucault, Second Edition”,Edited by Gary Gutt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pp149-169.] 

面对“人的消失”的僵局，我们的确不应该期盼福柯在时间分散下的话语带来安慰与脆弱的永生，但我们也不应该畏惧它所带来的解体威胁。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结尾处写的“话语不是生命：它的时间不是你们的时间；在话语中你们不会同死亡和解；你们说出的所有的事情很可能使上帝致命，但是，你们别以为能够用你们所说的一切造出一个比话语生命更长久的人。”[footnoteRef:86]由此看来，虽然我们在这部现代性这部戏剧中的角色即将结束，但在这个角色中的铭文之外，个人的生活仍像以前一样自由和热情地继续前进。
 [86:  参见：[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2页。] 

[bookmark: _Toc7384133]四、小结

本文主要立足于考古学时期的福柯，综合康德、海德格尔等德国人本主义与巴什拉、卡瓦耶斯等法国科学主义两大背景，通过“时间分散”的角度，对福柯考古学时期的独特的“反主体”思想进行了相应的诠释。
第一章笔者针对福柯对于康德批判的“去人类学化”观点，主要通过解读其博士副论文《康德人类学导论》中体现的“时间分散”观点，为学界所熟知的福柯反主体的“去人类学化”提供一个新的补充视角，也彰显了福柯在其早期就具有“时间分散”的观念。第二章在学者贝特里夏·汉（Béatrice Han）通过海德格尔式的本体论差异道路对福柯的考古学方法进行解读并认为该方法并未成功的基础上，笔者通过“时间分散”为福柯进行辩护，指出贝特里夏·汉（Béatrice Han）的片面化倾向，也并未对福柯独特的“反主体”观进行较为准确清晰的阐释，同时笔者承接第一章所诠释的福柯关于康德人类学的解读，在海德格尔本体论差异道路的基础上进行“时间分散”角度的再补充，从而表明了“时间分散”对于准确全面理解福柯“反主体”思想的重要性。第三章笔者立足于法国科学主义背景，主要结合考古学方法论著作《知识考古学》，针对目前关于福柯主体研究的现状与成果，进行一个 “时间分散”的较为独特的视角的诠释，从而显示出“时间分散”这一思想与当时的科学哲学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而福柯作为法国在20世纪向全人类贡献的世界级哲人，其思想深奥难懂，文本艰难晦涩，原因诸多。首先，其涉猎面极其广泛，学问贯通古今，跨越现代的人文与社科领域，其次，其研究领域古怪，如疯癫、临床医学、监狱、性。此外，其研究方法独特等等。[footnoteRef:87]诸多因素导致福柯的思想难解，并且多变。“事实上，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从各种角度探讨福柯这位哲人的众多研究，这是相当令人惊讶的。”[footnoteRef:88]所以，本文虽然立足于其考古学时期，也综合德国人本主义与法国科学主义两大背景，但也只是通过“时间分散”角度对于福柯考古学时期独特的“反主体”思想解读提供了一个较为新颖的补充视角。要想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福柯考古学时期的“反主体”思想，还需进一步深入挖掘与研究。
 [87:  See: Michel Foucault,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Edited by Paul Rabinow,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and Oth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1997,ppvii-viii.]  [88:  See: Leonard Lawlor and John Nale, “The Cambridge Foucault Lexic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xv-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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